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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圈层城郊农田特征差异与绿色基础设施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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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郊农田的绿色基础设施（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ＧＩ）化开发有助于挖掘其潜在的生态系统调节与文化服务价值，缓解城

市绿地供给不足并提高绿地暴露。 研究选取西安、北京、广州和上海四个典型城市，基于城市建成区边界，以 １ｋｍ、５ｋｍ、１５ｋｍ 的

缓冲距离向外划定近郊、中郊和远郊三个圈层，系统分析了各圈层城郊农田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不同圈层的 ＧＩ 化
现状，构建了城郊农田 ＧＩ 化潜力评价体系，并量化了可 ＧＩ 化农田对城市绿地可得性的提升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１）当前的

ＧＩ 化运营模式因城市和圈层不同而有所差异，服务类别主要集中在体育休闲和餐饮服务；（２）四个城市的可 ＧＩ 化农田数量和

占比差异显著，西安市城郊农田具有较高的 ＧＩ 化潜力，且圈层间差异较小；北京市的可 ＧＩ 化农田整体占比较低，主要集中在近

郊圈层；广州市农田面积稀少，但可 ＧＩ 化农田占比较高；上海市拥有较大规模的可 ＧＩ 化农田，且圈层间分布均衡；（３）近郊和中

郊圈层农田的 ＧＩ 化潜力被严重低估，未来应结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ＮｂＳ）准则及自评估工具合理引导农田的适地适度开发

与多功能运营，在保障农田生产功能的基础上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最终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郊农田；绿色基础设施（ＧＩ）；潜力评价；空间特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Ｎ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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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ｂＳ）

绿色基础设施（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Ｉ）是指由各种开敞空间和自然区域（包括绿道、湿地、雨水花园、森
林、乡土植被等要素）组成的多尺度、多类型和多功能绿色网络［１］，在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以及实现可持续城

市发展目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２—３］。 城市绿地作为重要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在人口大量集聚的城市，尤其

是作为区域中心的国家中心城市中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引发了诸多城市病与人群健康问题［４—６］。 农田作为自

然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资料，更为城市与乡村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

务［７—９］。 其中，城郊农田处于“城市⁃乡村”二元结构的交接地带，在调节城市气候、促进居民绿地暴露等方面

具备天然优势［１０］。 然而快速城镇化导致城郊农田面临土壤污染、破碎化和土地流失等困境，由于未能充分平

衡粮食生产与经济效益，部分区域出现盲目种植或“非粮化”的两种极端倾向，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民生

保障［１１—１２］。
城郊农田的绿色基础设施化（ＧＩ 化）指在土地综合整治的宏观统一调控、保障粮食生产和耕地红线的框

架下，灵活管理城郊低生产效力的农用空间，增强其对人类贡献（ＮＣＰ）中非物质供给，提升城郊农田的综合

效益，缓解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供给压力，促进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１３］。 当前，已有学者围绕城郊农田 ＧＩ 化
的建设可行性、规划方法以及实际效益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在优化绿色基础设施的

构成要素［１４—１５］、功能服务［１６］、空间分布［１７］等方面具备开发优势。 宏观尺度上，城郊农田作为自然生命支持

系统，可调节区域气候［１８］、维护景观与生物多样性并协调周边粮食供给［１９—２０］；中观尺度上，城郊农田充当绿

化带、走廊或绿色网络的一部分［２１］，保护和增加绿地存量并提升绿色基础设施连通性［２２］；微观尺度上，小规

模城郊农业开发对社区经济与就业［２３—２４］、人类健康［２５］、场所营造［２６］等社会效益产生了显著贡献。 已有研究

为城郊农田 ＧＩ 化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与基础，但对城郊农田 ＧＩ 化路径仍较为模糊：首先，由于基础设施系

统跨越并连接城市、近郊、中郊、远郊和农村地区，因此必须从不同的组织层面对城郊农田进行管理［２７］，然而

当前对近郊、中郊、远郊边界划分与空间特征差异有待进一步明确。 其次，对城郊农田 ＧＩ 化研究大多停留在

定性分析与描述，亟需构建量化模型来研究城郊农田 ＧＩ 化潜力［２８］。 此外，现有研究多以单一区域为研究对

象［２９—３０］，而忽视了地区间资源禀赋、城镇化进程导致的农田 ＧＩ 化潜力差异［３１—３３］。
基于此，提出以下科学问题：（１）中国典型城市城郊农田的多圈层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以及 ＧＩ 化开发现

状特征是什么？ （２）城郊农田 ＧＩ 化对城市绿地可得性的提升程度如何？ 基于多圈层视角研究我国典型城市

的城郊农田 ＧＩ 化开发潜力将为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以及农田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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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基于地理区位代表性与城市规模典型性两个原则，本研究选取中国西安、北京、广州、上海四个国家中心

图 １　 研究区地理区位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图 １）。 其中，西安市是陕西省省会、特大城市及国家中心城市，位于西北地区、关中平原

中部，全境面积 １００９６．８９ｋｍ２，常住人口达到 １２９９．５９ 万人。 北京市为中国首都、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地
处中国北部、华北平原北部，全境面积 １６４１０．００ｋｍ２，常住人口达 ２１８９．３０ 万人。 广州市是广东省省会、国家中

心城市、超大城市，位于华南地区、珠江下游，全境面积 ７４３４．４０ｋｍ２，常住人口为 １８７３．４１ 万人。 上海市是国家

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上海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位于华东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全市面积

６３４０．５０ｋｍ２，总人口达 ２４７５．８９ 万人。
近年来四个城市均积极推进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如西安市开展浐灞国家湿地公园、沣河生态景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等［３４］，广州市累计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口袋公园等各类公园 １３６０ 个，２０２２ 年北京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４４．８０％，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９．３０％［３５］。 然而，由于人口与建筑的高度集中，城市绿

地存在空间分布不均、人均绿地配给低等问题，尽管上海市绿地面积达 １７１２．００ｋｍ２，公园 ５３２ 座，人均公园绿

地仅有 ８．８０ｍ２。 此外，近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四个城市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受到了严重

的挑战。 ２０２０ 年，广州市农田非粮化程度高达 ８６．９１％［３６］，西安市农田用地大量流向林地、园地和城乡建设用

地，面积减少了 １６０１．１３ｋｍ２，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农田面积由 ２３１６．００ｋｍ２ 减少到 ２１３７．００ｋｍ２，是全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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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积减少最快的地区之一［３７］。 以中国四个区域的典型城市为案例开展城郊农田的分布特征及其 ＧＩ 化潜

力研究可以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农田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１．２　 数据来源

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 ／ ）的 ２０２０
年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数据集以及欧洲航天局（ＥＳＡ）提供的 １０ｍ 分辨率全球土地覆盖产品，对比中国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前者在建筑用地面积值更精确，用于城市建成区的识别，后者有精度更高的农田面积，
因此用于城郊圈层农田提取；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 ＮＡＳＡ 地球科学数据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ｓａｄａａｃｓ． ｅｏｓ．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
ＡＬＯＳ 卫星获取的 １２．５ｍ 高精度地形数据；土壤数据来源于地球资源数据云平台（ｗｗｗ．ｇｉｓ５ｇ．ｃｏｍ）；降雨量数

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ｃｎ） １ｋｍ 分辨率数据；人口数据采用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ｏｒｇ ／ ）提供的 １００ｍ 全球人口数据；ＮＰＰ⁃ＶＩＲＳ 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中心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全球 ５００ｍ 分辨率“类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夜间灯光数据集；ＧＤＰ 数据采用 Ｚｈａｏ 等发布的

１ｋｍ 栅格数据集［３８］；基础设施 ＰＯＩ 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对数据进行清洗，并按属性选取餐饮服务、道路附属

设施、风景名胜等相关类别共 １９ 大类；路网数据来源于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ＳＭ）。 除夜间灯光数据外，其余数据

公布年份均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城郊圈层提取与分析

城郊地区包括内边界和外边界，内边界位于城市建成区的边缘，外边界则延伸到仍在城市和郊区就业机

会的通勤范围内的乡村景观［３９］。 现有学者运用卫星遥感数据提取人工不透水面，结合指数值进行城市内边

界的判别，该方法具有基础数据易获取、界定范围精确、适用性强等优点［４０—４３］。 由于远郊仍以农业为主，其边

缘可能存在着和乡村同样的景观，往往难以用遥感影像界定［４４］。
空间可达性强调区位、距离与交通的便捷程度［４５—４６］，能够从微观层面反映个体行为空间和生活质量差

异，进而界定城郊地区的外边界。 “１５ 分钟”被视作出行的合理时间范围［４７—５０］，基于城市居民步行、骑行及公

共交通三种方式的常规时速，１５ 分钟的旅行半径分别为 １ｋｍ、５ｋｍ 和 １５ｋｍ［５１］。 研究以城市建成区为基础，以
１ｋｍ、５ｋｍ 和 １５ｋｍ 为标准，依次划定城市近郊、中郊与远郊的外边界。 为了覆盖不同使用频率、用户类型、服
务性质以及出行意愿下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范围，研究采用欧几里得距离而非路网距离，避免了因郊区路网

覆盖不足引起的系统误差［５２—５５］。 提取城郊圈层的具体操作如下：（１）将土地利用中的 １１ 种土地覆被类别划

分为绿地、农田、水体和城市建设用地类；（２）参考 Ｃｈｅｎ 等［５６］ 的研究方法，基于 ２０２０ 年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提取人

造地表数据层城市建成区斑块，形成城郊内边界；（３）以 １ｋｍ、５ｋｍ 和 １５ｋｍ 为半径从城市建成区向外做缓冲

区，并剔除超出市域范围的部分，以此为分类依据将城郊划分为近郊、中郊、远郊三个圈层。 城市建成区内的

绿地即为城市绿地，城郊区域则涵盖城郊绿地和城郊农田，二者共同组成了城郊绿色空间（图 ２）。
基于圈层视角分析城郊农田在尺度、结构及异质性上的差异。 景观格局指数是景观格局信息的高度概

括，是反映景观结构组成、空间配置特征的量化指标［５７—５８］。 本研究选取斑块总面积等 ７ 个农田景观格局指数

综合描述不同圈层农田的景观格局特征，运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计算农田与绿地的景观格局指数（表 １）。
１．４　 城郊农田特征分析

综合农田自身自然地理条件、周边社会经济活动水平以及与农田相关的服务运营模式，以土地斑块为单

元，评价不同圈层农田的传统农业生产效力、社会 ＧＩ 需求以及农田 ＧＩ 化开发现状。
１．４．１　 自然地理特征

研究选取土壤条件、坡度和起伏度等自然地理条件表征农田用于传统农业生产的效力。 其中，土壤质地

对农田的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起伏度与坡度能直观反映地形起伏特征与划分地貌类型，本研究利用城市建

成区边界与城郊圈层分别提取四个城市的土壤质地、起伏度与坡度数据，利用栅格计算器得出不同圈层城郊

农田的起伏度与坡度平均值，分析不同城郊圈层的自然地理特征。
１．４．２　 社会经济特征

　 　 研究选取夜间灯光强度、人口数量、ＰＯＩ数量和ＧＤＰ等人文特征，以表征农田斑块周边的社会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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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城郊圈层、农田与绿地的空间关系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１⁃１ 为城市绿地，即城市绿色空间；１⁃２、１⁃３、１⁃４ 为城郊绿地，２⁃２、２⁃３、２⁃４ 为城郊农田，城郊绿地与城郊农田共同组成城郊绿色空间；１⁃５ 为
乡村绿地，２⁃５ 为乡村农田，乡村绿地与乡村农田共同组成乡村绿色空间

表 １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公式及其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景观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含义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ｎｉｎｇ

面积指标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斑块类型面积

ＣＡ ＝ ∑
ｎ

ｉ ＝ １
Ａｉ

式中，Ａｉ 表示第 ｉ 个斑块的面积， ｎ 表示斑块

总数。

景观斑块的总面积

斑块面积百分比 ＰＬＡＮＤ ＝
∑ｎ

ｉ ＝ １
Ａｉ

Ａ
× １００％

式中，Ａ 表示景观总面积。

景观斑块的总面积占整个圈层面积的
百分比

密度大小及差异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斑块数量 ＮＰ＝ｎ 景观斑块的总个数

斑块密度 ＰＤ＝ ｎ
Ａ

反映景观破碎程度，ＰＤ 越大，破碎程度
越高

形状指标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聚集指数

ＡＩ＝
ｇｉｊ

ｍａｘ→ｇｉｊ
( )

式中，ｇｉｊ是相应景观类型的相似邻近斑块数量

反映斑块的聚集程度，ＡＩ 值越大，聚集
程度越高。

形状指数
ＬＳＩ＝

ｅ
４ 　 Ａ

式中，ｅ 是景观中所有斑块边界的总长度。

反映斑块离散程度，ＬＳＩ 越大，板块越
离散

边缘指标
Ｅｄｇ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边缘密度 ＥＤ＝ ｅ

Ａ
景观中边缘的分布密度，反映景观边界
的复杂程度

连通度指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连通性指数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ｎ

ｉ ＝ １
ｃｉｊ

ｎ（ｎ—１）
２

× １００

ｃｉｊ表示临界距离之内斑块类型 ｉ 与其他斑块类型

ｊ 的连接状况。

反映景观组分之间的功能连接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 值越大，连通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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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侧面反映社会对于 ＧＩ 的需求。 通过提取并统计不同城郊圈层中城郊人口与 ＧＤＰ 平均值，结合夜间灯

光数据分析城市与城郊社会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１．４．３　 ＧＩ 化开发现状

兴趣点（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ＯＩ）作为表征地理空间信息数据，能帮助实现对于农田当前 ＧＩ 开发程度与运

营模式的识别。 研究以“农家”、“农园”、“农庄”、“农舍”、“农庭”、“农院”、“乡间”、“乡野”、“田园”为关键

词，对餐饮服务、风景名胜、住宿服务、购物服务、科教文化、生活服务、体育休闲等与文化服务相关的 ＰＯＩ 数
据进行按属性选取，依据圈层统计与农田开发运营相关的 ＰＯＩ 点位的分布状况与开发现状。
１．５　 城郊农田 ＧＩ 化潜力评估

基于 １．４ 小节中自然地理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分析结果，进一步构建基于农田坡度、起伏度、土壤质地、
降雨量、人口、ＧＤＰ、ＰＯＩ 数量以及路网密度八个指标的城郊农田 ＧＩ 潜力评价体系。 研究设定传统农业生产

效力低、并且周边社会 ＧＩ 需求高的农田斑块为高 ＧＩ 潜力，可优先进行 ＧＩ 开发的区域。 根据专家综合打分

法，参考毕伟、石龙宇、李猷等的研究工作［５９—６１］，对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以及贡献程度的判断并赋予相应权

重。 按照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原则、方法和《农用地分等规程》等相关农业资料，结合四个城市农田的实际情

况，确定指标的分级标准，并采用 １～５ 分的闭区间进行赋值（表 ２）。

表 ２　 城郊农田 ＧＩ化潜力评估指标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ＧＩ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分级标准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自然地理特征 坡度 ／ （ °） ０．１０５ ０—３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３—８ ２

８—１５ ３

１５—３０ ４

＞３０ ５

起伏度 ／ ｍ ０．１３８ ０—１５ １

１５—３０ ５

３０—７０ ３

７０—１００ ４

＞１００ ５

土壤质地 ０．２４０ 壤土 １

粉土、砂质壤土 ２

粉砂质粘壤土、粘壤土、砂质粘
土、壤质砂土

３

粉砂粘土 ４

粘土 ５

降雨量 ／ ｍｍ ０．０３８ ＞１０００ １

７５０—１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７５０ ３

３５０—５００ ４

０—３５０ ５

社会经济特征 人口数量 ／ 人 ０．１６６ ０—５ １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５—１５ ２

１５—３０ ３

３０—４５ ４

＞６０ ５

ＧＤＰ ／ ×１００ 万元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５ １

１２．５—２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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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分级标准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２５—６２．５ ３

６２．５—１２５ ４

＞１２５ ５

ＰＯＩ 数量 ／ 个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０ １

１００—２５０ ２

２５０—５００ ３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 ５

路网密度 ／ （ｋｍ ／ ｋｍ２） ０．０８３ ０—５ １

５—１０ ２

１０—２０ ３

２０—３５ ４

＞３５ ５

研究将城郊农田划分为 ５００ｍ 分辨率的网状栅格，并以每个栅格为单位计算八个指标值。 其中，坡度、起
伏度、土壤质地，采用空间匹配计算，降雨量、人口以及 ＧＤＰ 采用同一栅格内汇总计算，ＰＯＩ 数量与路网密度

参考相关研究采用栅格周边 １ｋｍ 范围内的汇总计算［６２—６３］。 根据各因子的权重系数采用加权指数和法计算

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潜力得分。 计算公式如下：

Ｇ ＝ ∑
ｎ

ｉ
ａｉ ｗ ｉ

式中，Ｇ 为综合得分，ａｉ为第 ｉ 个因子的分值；ｗ ｉ为第 ｉ 个因子的权重；ｎ 为参评因子数。
基于城郊农田 ＧＩ 潜力评价结果（满分 ５ 分），设定将潜力得分高于 ２．５ 分的高 ＧＩ 潜力的城郊农田全部开

发，用以缓解城市 ＧＩ 供给压力，并计算 ＧＩ 后城市绿地可达性的提升程度，即绿地的供给水平提升程度，公式

如下：

Ｓｐ ＝ ∑
ｎ

ｉ ＝ １
Ｇ ｉ

Ｐ＝
Ｓｐ

Ｓｇ
×１００％

式中，Ｓｐ表示不同圈层城郊农田可 ＧＩ 化的总面积，Ｇ ｉ为圈层内潜力得分大于 ２．５ 的农田斑块面积；Ｐ 表示城郊

农田对城市绿地可获得性的提升程度，Ｓｇ表示建成区范围内绿地的总面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城郊圈层提取与分析结果

西安市、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的建成区与不同城郊圈层土地利用分布及典型地貌特征如图 ３ 所示。 西

安市的农田主要分布在远郊圈层以内，形成了明显的“建设用地⁃农田⁃绿地”的圈层格局。 北京市和广州市也

呈现相似的圈层结构，但土地利用模式更为复杂。 由于建成区的扩张和绿地的分布影响，农田面积较小，呈现

出更为破碎的斑块状分布。 北京市城郊农田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广州市的农田主要分布在南部的远郊地区以

及东西部的中郊地区。 上海市作为典型沿海城市，形成了“建设用地⁃农田⁃水体”的圈层格局，农田成片集中

于北部崇明岛和东部的中远郊圈层区域。
以北京市的卫星影像为例，城市由建成区向远郊圈层的过渡显示了显著的土地利用变化。 建成区内以高

密度建筑为主，几乎没有农田，绿地主要为公园和道路绿化，属于人工景观；近郊圈与建成区的边界较模糊，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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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小型公园和少量农田为主；中郊圈层农田面积增大，城镇则被大片农田和林地包围，景观逐渐趋于自然；
远郊圈层中，城镇规模明显减小，林地成为主要景观要素，农田呈现出条带状分布。

图 ３　 城郊圈层建设用地特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随着城郊圈层的扩张，四个城市的近郊、中郊、远郊圈层面积逐步增大，土地利用结构也表现出显著差异

（图 ４）。 近郊圈层中农田占比高，西安市农田面积为 ２７４．７１ｋｍ２，占比 ５３％．０１；上海市农田占比 ４２．４８％，是绿

地面积的两倍；北京市的农田面积为 ６７７．３９ｋｍ２，与绿地面积相当；广州市的农田存量最少，仅占 １７．００％。 中

郊圈层的农田面积普遍较高，西安市、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的农田面积分别为 １９０７．６４ｋｍ２、１４７４．６０ｋｍ２、
２４４．６１ｋｍ２、９４５．４４ｋｍ２。 远郊圈层的农田面积占比下降，北京市农田占比仅 １３．８６％，广州市为 ９．６９％；但西安

市和上海市的远郊农田存量依然高于绿地，分别为 １６０１．６９ｋｍ２ 和 ７１９．３２ｋｍ２，占比 ５２．０３％和 ３０．４１％。
四个城市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景观格局特征如表 ３ 所示。 其中，西安市中郊和远郊农田景观面积百分比

高、斑块数量少，反映出较好的农田景观完整性。 北京市农田景观形状复杂，边缘密度较高，尤其是近郊，显示

出更为零散和不规则的土地利用特征。 广州市景观连通性和聚集度较低，斑块数量较多但形状较简单，近郊

圈层的聚集度仅为 ２４．３３％，农田破碎化程度高。 上海市景观形状复杂度和边缘密度介于西安市和北京市之

间，整体农田景观较为平衡。 从圈层视角来看，近郊农田与城镇建成区的边缘高度交织［６４］，面积小、斑块密度

大、破碎化严重、景观形状简单，而中郊和远郊农田景观面积百分比较高、斑块数量和密度较低、聚集度最高，
景观较为连续而集中，然而连通度更低，呈片状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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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四个城市城郊圈层土地利用占比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ｏｆ ４ ｃｉｔｉｅｓ

表 ３　 四个城市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景观格局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ｏｆ ４ ｃｉｔｉｅｓ

四个城市城郊圈层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ｏｆ ４ ｃｉｔｉｅｓ

景观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ＣＡ ／ ｋｍ２ ＰＬＡＮＤ ／ ％ ＮＰ ／ 个 ＰＤ ／ 个 ＡＩ ／ ％ ＬＳＩ 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

西安市 近郊 ５７８７５ ２９．１９ ３１２ ０．１６ ４３．８６ ２７．２４ １３．３３ １２．９１

中郊 １６８５５０ ４４．２４ ２８０ ０．０７ ６０．９８ ３２．５０ １４．０７ １３．７３

远郊 ３２７６５０ ４７．５１ ３３３ ０．０５ ６７．１７ ３８．２５ １２．７０ １１．１５

北京市 近郊 ２３７２５０ ２７．７１ １１８５ ０．１４ ４３．６４ ５５．２９ １２．５９ ３．６０

中郊 ３８６２５０ ３０．６９ １２２４ ０．１０ ５０．６０ ６１．８２ １２．２３ ３．４６

远郊 ４６３９７５ ２５．７０ １４９９ ０．０８ ５１．１９ ６６．８８ １０．１１ ２．６２

广州市 近郊 ３７１００ １１．１４ ５９２ ０．１８ ２４．３３ ２９．０４ ６．８０ ６．６８

中郊 ６２０５０ １２．１５ ８０５ ０．１６ ２８．３７ ３５．８４ ７．０２ ５．８５

远郊 ７７８７５ １１．４５ ９７９ ０．１４ ２８．７２ ３９．９４ ６．５８ ４．７９

上海市 近郊 １３６８００ ２３．６３ ９０４ ０．１６ ４０．０３ ４４．７４ １１．４４ ５．１４

中郊 ２３０７２５ ２８．７６ ８６９ ０．１１ ４９．２０ ４９．０８ １１．８１ ５．１１

远郊 ３０１８５０ ２９．０４ ９８０ ０．０９ ５１．６８ ５３．５５ １１．３４ ４．２７
　 　 ＣＡ：斑块类型面积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ＰＬＡＮＤ：斑块面积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ＮＰ： 斑块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ＰＤ： 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Ｉ：

聚集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ＬＳＩ： 形状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ＥＤ：边缘密度 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ＮＮＥＣＴ： 连接性指数 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ｃｅ

２．２　 城郊农田特征分析结果

２．２．１　 自然地理特征

西安市、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不同圈层的土壤质地、高程、坡度、以及起伏度特征如图 ５ 所示。 西安市

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远郊地区以陡峭的坡度和较大的地形起伏为特征，展现出明显的山地地貌。 近郊和

中郊圈层的土壤以粉砂质壤土为主，适合农业生产；远郊圈层北部为壤土和砂质壤土，尽管靠近山地的土壤非

常适合农业发展，但地形限制了大规模耕作的可能性。 北京市西部毗邻太行山脉，远郊为山地，而中东部为平

原，平原主要分布于近郊和中郊圈层。 北京市的土壤类型以砂质壤土为主，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地势平坦且适

合大规模农业种植。 广州市地形以丘陵和平原为主，尤其在中郊和远郊圈层，地势相对平坦，受河流水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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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土壤多为粘土和粘壤土，适合农田耕作，但城市扩展和绿地的入侵使农田面积受限。 上海市作为沿海冲积

平原，地势平坦，几乎没有山地，整体地形有利于农业和城市建设。 上海的土壤类型以粘壤土为主，北部崇明

区主要分布砂质粘土和砂质壤土，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但地处沿海地区也受到土地盐碱化的影响。

图 ５　 四个城市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自然地理特征

Ｆｉｇ．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ｏｆ ４ 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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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四个城市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社会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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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社会经济特征

西安市、北京市、广州市和上海市的不同圈层在夜间灯光、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及 ＧＤＰ 数据方面表现出较

为一致的特征，如图 ６ 所示。 近郊圈层的夜间灯光最为密集，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发展较为活跃；随着距离城

市中心的增加，中郊和远郊圈层的夜间灯光逐渐减弱，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也相应减少。 这表明近郊圈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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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建成区的直接辐射影响，显示出显著的都市化特征，因此有较高的社会 ＧＩ 需求；而远郊区的农田区域

人口较为稀少，经济活动频率低，夜间灯光仍呈现点状聚集，主要集中在城郊地区的村镇中心，靠近这些地区

的农田仍存在一定的社会 ＧＩ 需求。 此外，西安市的城郊地区人口数量和密度高于其他三个城市，这可能是由

于西安的经济发展较为均衡，人口不完全集中于市区，城郊地区仍具有较强的人口吸引力。
２．２．３　 ＧＩ 化开发现状

图 ７ 为西安、北京、广州和上海四个城市不同城郊圈层农田 ＧＩ 的现状与模式类型。 当前农田的 ＧＩ 主要

包含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购物服务、体育休闲服务、风景名胜服务、科教文化服务、生活服务七种服务形式。
其中，与农田相关的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与体育休闲服务开发利用模式主要以农家乐或农庄等综合形式为主；
风景名胜服务主要针对具备景观价值的农园与田园；购物服务主要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超市；科教文化主要

是幼儿园、农家体验基地、田园实验基地、民宿馆等；生活服务主要是理发、美容、养生等服务。 近中远郊圈层

ＰＯＩ 分布呈现向外递增的趋势，ＰＯＩ 类别以体育休闲、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购物服务为主。 在四个案例城市

中，北京市的 ＰＯＩ 数量最多，其次为西安市和广州市。 北京市的远郊农田开发程度较高，拥有 ２５０ 个餐饮服务

和 ８４８ 个体育休闲的 ＰＯＩ 点，其中有 １６４ 个农家乐、１８８ 个农庄和 ２１７０ 个农家院。 其次为西安市的远郊农田，
有 ３２７ 个体育休闲服务点、１８１ 个餐饮服务点以及 １９ 个住宿服务点。 广州市的近郊圈层有 ２５ 个购物服务

ＰＯＩ 点，主要以粮油超市、高粱酒、土猪肉和土鸡市场为主，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便利的采购途径。 上海市发展

出了度假别墅、田园民宿、农家乐客栈等住宿服务模式，主要集中于中郊农田（２１ 个）和远郊农田（３５ 个）。

图 ７　 四个城市不同城郊圈层中与农田相关的 ＰＯＩ点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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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城郊农田 ＧＩ 化潜力评估结果

四个城市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潜力空间分布及不同潜力得分面积占比如图 ８ 所示。 西安市的近、中、远郊圈

层的 ＧＩ 化潜力均值分别为 ３．１６、２．９５ 和 ２．８０，表现出两个峰值，分别集中在 ２．００—２．５０ 和 ３．００—３．５０ 区间。
高 ＧＩ 化潜力的区域主要分布于远郊圈层的东北部以及中郊圈层的南部。 北京市的近、中、远郊圈层潜力均值

分别为２．４６、２．４０ 和 ２．２５，整体开发潜力较低，得分集中于 ２．２５—２．５０ 之间。 广州市的近、中、远郊圈层潜力均

值分别为 ２．７０、２．５０ 和 ２．３６，三个圈层的峰值集中在 ２．５０—２．７５ 之间，近郊圈层中高 ＧＩ 化潜力的区域占比更

大，主要分布于南部和西部。 此外，北部的流溪河流域由于地形和城市开发的影响，整体景观较为破碎，但该

区域的农田仍具有较高的 ＧＩ 化开发潜力。 上海市近、中、远郊圈层的潜力均值分别为 ２．８７、２．７０ 和 ２．６０，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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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集中在２．２５—２．７５ 区间。 中、远郊圈层的潜力得分更为集中，而近郊圈层得分分布较均匀，并向右偏移。
上海市近郊圈层的高 ＧＩ 化潜力农田占比更大，中、远郊圈层高潜力农田则主要集中在北部。 总体来看，四个

城市的不同圈层潜力均值均表现出从近郊向远郊递减的趋势，即近郊圈层中高 ＧＩ 化潜力的农田占比更高。

图 ８　 四个城市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 ＧＩ化潜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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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ＧＩ 化潜力得分高于 ２．５０ 分的农田视为具有较高开发潜力、应优先进行 ＧＩ 化开发的区域，西安市、北
京市、广州市、上海市不同圈层的可 ＧＩ 化农田占比如图 ９ 所示。 西安市的可 ＧＩ 化城郊农田占比高，且圈层之

间的差异不大。 中郊和远郊圈层拥有 ９７９．７２ｋｍ２ 和 １１７９．３０ｋｍ２ 的可 ＧＩ 化农田存量，由于西安市城市绿地仅

有 １１０．６７ｋｍ２，将三个圈层的农田 ＧＩ 化后可提升城市绿地的可得性分别为 ２１３．５８％、８８５．２６％、１０６５．６０％。 北

京市可 ＧＩ 化农田占比低且存量少。 近郊圈层可 ＧＩ 化农田占比为 ４１．６６％，面积为 ２８２．２３ｋｍ２，中郊和远郊圈

层可 ＧＩ 化农田占比分别为 ２６．４７％、２１．３２％，面积分别为 ３９０．３７ｋｍ２ 和 １６２．６５ｋｍ２，可提升城市绿地的可得性

分别为 １７．６４％、２４．３９％、１０．１６％。 广州市城郊农田存量少但占比高，近郊和中郊圈层可 ＧＩ 化程度占比分别

为 ９２．３１％和 ８２．７５％。 将三个圈层可 ＧＩ 化的农田纳入后可提升城市绿地的可得性分别为 １５．９３％、２９．５７％、
１６．２５％。 上海市可 ＧＩ 化农田占比高且存量多，三个圈层可 ＧＩ 化农田面积分别为 ３６２．５７ｋｍ２、８７２．８９ｋｍ２、
５７３．７１ｋｍ２，可提升城市绿地的可得性分别为 ４６．８２％、１１２．７２％、７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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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四个城市不同圈层可 ＧＩ化农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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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城郊农田的划分原则与圈层特征

　 　 受到城市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影响，近郊、中郊和远郊地区因其与建成区的距离不同，导致其发展机遇

与面临的挑战各异，农田所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呈现出梯度转变的特点［６５］。 然而，目前还未有普遍适用于

城郊圈层的明确定义，现有文献倾向于通过统计人口和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来划分圈层［６６—６７］。 本研究以“１５
分钟”为合理出行时间，基于三种出行方式将城郊农田划分为近郊、中郊、远郊三个圈层，借鉴于“１５ 分钟社区

生活圈”作为营造社区生活的基本单元，其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公共设施配置［４６］、社区健康［４８］、交通建

设［４９］等方面。 “１５ 分钟”强调人们所能接受出行最大时间的心理极限，基于可达性衡量个体的潜在就业机

会、活动空间以及交通、商业、医疗、教育等各类服务设施的使用水平，进而从微观层面反映个体行为空间和生

活质量差异［４５，６８］。 以 １５ 分钟出行划分城郊农田具有较高的可实施性，一是体现城郊农田在自然地理与社会

经济特征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结果与张桂琴等的研究结果有相似性［６９—７０］；二是强调人本视角下对农田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调节服务开发潜力的关注，以人群的可达性基础衡量城郊农田的效益是对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Ｍｏｒｃｉｌｌｏ、庄思冰等研究的延伸［７１—７２］。

本研究选取西安、北京、广州、上海四个国家中心城市，从景观格局、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刻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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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空间特征：近郊农田位于地势平坦的地区，受到城市辐射的强烈影响而人口密集且 ＧＤＰ
发达，农田因镶嵌于建设用地之外，占比大但规模较小、景观破碎化程度高；中郊圈层地势较为平坦，社会经济

水平弱于近郊圈层，但农田连片分布，聚集度和连通度增高；远郊圈层整体地势崎岖，人口大量流失且 ＧＤＰ 严

重落后，农田以条带状分布在地势稍微平坦的山谷，农田面积最大、聚集度最高而分布更为分散。 不同圈层城

郊农田的景观格局、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特征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一视角为农田的可持续开发提供了新

的思路。 相比以城市为单位的统一开发策略，通过分析不同圈层的差异能够更精确地制定适地适度的农田

ＧＩ 化策略，有效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３．２　 城郊农田 ＧＩ 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与农田相关的 ＰＯＩ 类别与数量刻画了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开发现状：当前城

郊农田以体育休闲和餐饮服务为主，已发展出农家乐、农家餐馆、农园别墅、农业科研基地等多种开发模式。
近郊与中郊圈层 ＧＩ 化程度较低，模式多样但数量较少，远郊圈层的 ＧＩ 化程度则远高于近郊和中郊圈层。 然

而，本研究通过构建 ＧＩ 化潜力计算评价体系，量化了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潜力，结果表明：近郊圈层高

ＧＩ 化潜力农田总量少但占比最高，中郊圈层高 ＧＩ 化潜力农田占比高且面积最多；远郊圈层农田 ＧＩ 化潜力的

占比和存量整体水平偏低。 可见，当前的近郊与中郊圈层农田的 ＧＩ 化开发受到了严重的低估。
研究结果值得重新审视当前的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农田“非农化”与“非粮化”等农田保护政

策。 首先，近郊农田作为城市居民优先接触到的区域，农田的高占比意味着其 ＧＩ 化将来带更多的绿地暴露，
总量少则意味着有必要合理评估并结合农田特征进行开发，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然而占补平衡政策允许

城镇建设用地占用近郊农田并在其他地区补充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农田，可能导致近郊农田进一步破碎化，同
时补充的农田多来自远郊圈层土地开发，严重低估了占补过程中导致的 ＧＩ 化潜力损失［７３］。 其次，近郊农田

细碎化程度严重，小面积经营利于农户的多元化种植［７４］，这意味着过度强调近郊农田的规模经营和“非粮

化”是不合适的［７５—７６］。
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强调在土地综合整治的宏观调控框架下，在严守耕地红线、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同时，

提升城郊低生产效力农田的综合效益，增强农田的非物质供给和绿色基础设施供给。 在未来的农田保护政策

的制定过程中，应注重圈层意识，对于难以实现高产量且社会 ＧＩ 需求高的近郊和中郊农田，应避免无效率的

劳动生产力和资金投入，可以适当转换开发策略，在保障农田功能的同时，适当在周边进行生态与文化服务功

能的开发，合理引导农田的多功能运营，以提高农田的整体效益；而对于远郊圈层中适宜大片种植，规模经营

的平田以及优质梯田的地区，则要坚决遏制农田“非粮化”，注重保障城市的粮食供给安全。
３．３　 不同城市城郊农田 ＧＩ 化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ＮｂＳ）路径

四个城市的城郊农田可 ＧＩ 化潜力呈现出显著差异。 西安市具有较为均衡的圈层发展，城郊区域的可 ＧＩ
化潜力极大，有助于大幅提升城市绿地暴露；北京市则受限于可 ＧＩ 化潜力农田存量较低，特别是在远郊圈层；
广州市尽管农田面积较少，但高比例的可 ＧＩ 化农田中郊圈层显示出其在生态建设中的良好前景；上海市则拥

有较大规模的农田可用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同圈层的提升幅度相对较为均衡，有助于显著改善城市的

绿地资源分布。
ＮｂＳ 作为整体性和系统性理念，目的是保护、持续性管理、修复自然或改善生态系统，以高效解决社会挑

战，比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社会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进而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福利的

行动［７７—７９］。 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被视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未来的农田保护、开发与管理等政策制定

中应纳入 ＮｂＳ 的评价标准［８０］。 ２０２１ 年，ＩＵＣＮ 提出了 ＮｂＳ 实施的 ８ 项准则和 ２８ 项指标，开发了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自评估工具［８１—８２］。 ＮｂＳ 自评估工具可以根据基于城市特点拟定各项指标，对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

开发模式进行评估与改进，确保各个城市农田 ＧＩ 化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包容性。 未来城郊农田的 ＧＩ 化
开发将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借助多圈层视角实现对农田的科学认知和高效利用，依据 ＮｂＳ
理念推动农田多时序、多尺度、多维度开发，最终实现城郊农田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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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四个典型城市为例，通过划定城市近郊、中郊以及远郊圈层，分析了不同圈层城郊农田的自

然地理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 ＧＩ 化开发现状。 通过构建城郊农田 ＧＩ 化潜力评价体系，量化了城郊农田 ＧＩ 化
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评估对可 ＧＩ 化农田存量对城市绿地可得性提升的作用。 研究表明，四个城市不同圈

层的城郊农田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分异，ＧＩ 化现状、ＧＩ 化潜力得分以及可 ＧＩ 化农田面积与占比均存在较大

差异。 ＧＩ 化开发同时受到城市发展和圈层差异的影响，该视角有利于重新构建对城郊农田保护政策的认知

与评价。 近郊和中郊圈层农田具备较高的 ＧＩ 化潜力，然而这些潜力被严重低估。 城郊农田 ＧＩ 化是一种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未来的农田 ＧＩ 化路径离不开对 ＮｂＳ 准则与自评估工具的借鉴与应用。 通过兼顾保护与引

导合理的城郊农田多功能开发，将有利于实现对农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的挖掘，达到提高绿地供给、提升

农田经济效益、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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